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社长：王金龙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 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 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责编： 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2014年7月14日

参考文摘 12·

◆ 观 点 ◆ 评 论

◆ 史海钩沉

◆ 文 坛

有效民主实现的前提 把抗战纪念打造成
价值外交平台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传至欧洲，恩格
斯尽管已是 74 岁高龄的古稀老人，却仍以哲
学家的敏锐思维，站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
历史高度，适时地对这场战争作了点评。在
与友人的书信中，恩格斯就中国战败的原因
及影响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在 120 年
后的今天，重温恩格斯的信件，仍可感受到
他作为哲人的智慧光芒。

偏重防御的战略战术使得北洋水师的覆
灭不可避免

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甲午战败的直接原
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和军方所奉行
的被动防御策略。他在信中指出：“在中国
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
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
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
力以及创办大工业。”恩格斯对于中国闭关
自守政策的否定，反映了他对于军事技术发
展中攻防不对称律的深刻认识。军事技术的
发展往往源自进攻与防御需求的推动。原则
上，有何种进攻手段，就会有对应的防御手
段，因而攻击技术与防御技术的发展本应是
基本对称的。然而，在军事技术史上，攻防
技术发展不对称的情况却是经常发生的。在
冷 兵 器 时 代 ， 攻 城 技 术 长 期 落 后 于 守 城 技
术，从而使得攻城战在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为

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孙子兵法》 中所说的
“攻城则力屈”，正是对冷兵器条件下攻守不
对称状况的客观反映。然而在甲午战争爆发
的 19 世纪末，膛线、速射火炮和蒸汽动力的
发明与应用，使得攻防不对称性向攻易防难
的方向逆转。具体而言，在攻易防难的格局
下，构建防御系统比构建具有同样效率的攻
击系统，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投入更多的
军事力量，因此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围绕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展开的军事博
弈，实质上可视为消极防御战略与积极进攻
战略的对抗。从国家战略的视阈来看，“明
治维新”后的日本，提出“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方”的发展方略，制定了以侵略
朝鲜、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相形之
下，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然奉行着

“ 闭 关 锁 国 ” 的 基 本 国 策 。 在 恩 格 斯 看 来 ，
这种封闭的状况，只能通过战争来打破，他
指出：“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
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
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
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就甲午海战的具体战况而言，中日两国
的攻防偏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均形成鲜明对
比。一方面，进攻与防御的战略选择差异，
直接影响中日双方舰队的总体设计与作战效
能 。 据 统 计 ， 中 日 舰 队 的 平 均 航 速 比 是 1∶
1.4，平均马力比则是 1∶1.8。奉行攻击战略

的日本联合舰队，舰只马力大、航速快、机
动性能良好，因而能在战场中迅速占据有利
阵位，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在火炮的配置
上，虽然北洋舰队拥有更多的大口径炮，然
而日舰却装备了更多的速射炮。前者威力虽
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后
者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两者相
较，日本舰队在相同时间内的射弹量和命中
率都要高于北洋舰队。另一方面，攻与防的
差异同样体现在战术层面。力主进攻的日本
舰队采取纵队舷侧炮击敌的战术，将火力与
速度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被动防御的北洋水
师采取的却是横队舰首炮击敌的战术，舰队
整体的攻击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偏重防御
的战略战术加之“保船制敌”的消极心态，
使得北洋水师的覆灭不可避免。

农耕文明的自闭性是中国甲午战败的深
层原因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恩格斯
不 仅 敏 锐 洞 察 中 国 甲 午 战 争 失 败 的 直 接 原
因，还深刻地揭示其深层次原因。他从唯物
史观的立场出发，提出闭关自守的排外政策
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密切关联。他指出：

“在这里 （中国），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
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
成 分 而 人 为 地 维 持 下 来 的 。” 在 恩 格 斯 看

来，自然经济体系固有的自闭性，必然导致
国家军事方略的保守性。反过来说，执行保
守的军事方略的最终结果，即是自然经济体
系的覆灭。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对甲
午 战 争 后 果 的 预 见 中 得 以 印 证 ， 他 认 为 ：

“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
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
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
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
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
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回顾中华民族
五 千 年 的 文 明 历 程 ，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 在 古
代，汉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在与北方游牧民
族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守势。在前近代，明王
朝颁布了“片甲不得入海”的禁海令，面对
来自海上倭寇袭扰时，也长期采取防御的策
略。究其原因，并非是中央政权的力量无法
与牧人或海盗相抗衡，而是由于草原和海洋
对 于 农 耕 文 明 的 经 济 体 系 没 有 太 大 的 吸 引
力，无法提供开疆拓土的战略需求。因此，
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
帝等出师远征、横扫千军的有为君主，但其
主动进攻的目的皆是为了巩固既有的政权，
为 农 耕 经 济 的 持 续 发 展 创 造 稳 定 的 周 边 环
境。明代虽有宦官郑和统帅舰队七下西洋，
但却更多体现为航海探索的壮举，而非真正
的军事行为。

当今中国国防思路必然由“积极防御”
向“主动防御”转变

在冷兵器主导的低技术条件下，中央政
权奉行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在边防和海防
区域设置要塞和卫所，既是由建立在农耕文
明基础上的自然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也是顺
应 防 易 攻 难 的 军 事 技 术 对 抗 格 局 的 必 然 选
择。然而，在信息化浪潮愈演愈烈的当下，
中国乃至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在经济上，以高度开放性为特征
的信息产业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
动力，在军事上，信息化武器装备以其高效
的突防能力，推动军事对抗格局进一步向攻
易防难的方向发展。

恩 格 斯 关 于 中 国 甲 午 战 败 的 深 刻 分 析
启 示 我 们 ， 面 对 信 息 技 术 引 发 的 全 球 经 济
与 军 事 变 革 ， 面 对 数 千 年 未 有 之 强 敌 ， 当
今 中 国 国 防 思 路 由 “ 积 极 防 御 ” 向 “ 主 动
防 御 ” 的 转 变 ， 是 顺 应 经 济 发 展 模 式 转 型
与 战 斗 力 生 成 方 式 转 变 的 必 然 举 措 。 在 中
国 国 家 利 益 向 海 外 拓 展 的 大 背 景 下 ， 摒 弃

“防御为主，后发制人”的传统军 事 战 略 ，
不 仅 可 以 赢 取 更 深 广 的 国 际 道 义 支 持 ， 而
且 可 以 更 好 地 利 用 信 息 化 条 件 下 的 攻 防 不
对 称 律 ， 从 而 在 同 等 的 国 力 财 力 支 持 下 获
取更大的军事 实 力。（2014 年 4 月 16 日 《光
明日报》 张煌）

恩格斯眼中的甲午战争

“士”是什么？士是战国时代的社会主
体。陶希圣概括说，士即“耕战之士”。又
战斗来又生产，士是由健朴的农民中选拔出
的战士，士，也就是武士。

钱穆说：“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
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
里先生亦同意此见解。”他还说：“西周时代
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
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
前就有。”

什么是“国”？“国”就是城郭、城圈之
意，将开垦的土地周围掘土成堤，堤上种
树，使人不能越过，此谓之“封”。封信、
封门、封疆、封建，都是从这里来的。

魏源说，中国自古为居国、行国，而中
国变成“海国”，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

什么是“居国”？居国就是城邦之国，
古代中国的国家，就是城市国家或“城郭”
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城邦与西方相同，人民
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旧回城郭休
息。相对于国，村落则是在汉代之后方才大
规模在北方出现。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
部落和聚落；二是作为政策的“屯田”的产
物，“邨”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
的关系。

战国时代，正是武装农民的垦殖活动达
到高峰的时代，也是武士为主体的时代。

《资治通鉴》 第一卷写的就是这个时
代 ， 它 塑 造 了 一 系 列 可 歌 可 泣 的 武 士 形
象：如豫让、吴起、侯嬴、曹沫、毛遂、
蔺相如、聂政、荆轲、信陵君、项羽、田
横 等 。 故 这 第 一 卷 ， 完 全 可 以 看 作 一 部

《武士传》。
中国自古有两个“兵窝子”，一曰湘，

二曰晋。“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
乐”，“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
诀”。1903年杨度的一首 《湖南少年歌》，算
把湖南这个“兵窝子”写绝了，但此洋洋一
篇，恐还是不敌一句山西民谚：“妻子送郎
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明代以降，名
曰“晋商”的武装商队纵横欧亚大陆，要做
成这种买卖，没有武装押运、没有尚武精神
是不行的。

而中国自古把农民组织成为兵，便是从
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开始的，商鞅变法倡
导“农战”，只不过是把晋的强国之道用于
当时还很落后的秦。

《资治通鉴》 第一卷，正是从“三家分
晋”写起，从豫让这个小人物写起。

豫让，是中华民族正史上第一个失败的
豪杰、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虽然落后而
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英雄。他是战国时代
第一个武士。

豫让为什么执意要为智伯报仇？在这个
问题上，司马光的回答是为了维护君臣之
道，即“忠臣不事二主”。但司马迁的回答
却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
为了维护人格与信义，为了维护、倾听自己
的良心。二者回答是全然不同的。

什么是我们先民的精神？梁任公在写于
1904年 10月的 《中国之武士道》 一书中总
结说：“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
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
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
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

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
通之习性也。”

中国的“武士道”就产生于战国时代之
三晋大地，日本的武士道是从中国学去的。
可惜，汉立之后，中国的“武士道”就衰亡
了。故项羽与田横，可算是中国最后的武
士，田横五百士的集体自杀，就标志着一个
时代——“士的时代”的结束，而从此之
后，武士遂被“文士”——士大夫阶级所取
代。汉代末期，汉人已不愿或不能当兵，最
终闹到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
儿”，这哪里是平白无故的呢？

“士大夫”与士绝不相同，士大夫是科
举制度的产物，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恰标志
着“士”的消失与堕落。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
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
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
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说到中
国的脊梁，士大夫阶级则往往不在其列。

（2014年第4期《南风窗》韩毓海）

近年来，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西方民主
理论，尤其是自由民主理论中一些被意识
形态化了的基本议题，包括民主的主体、
形式，民主化引致的国家与社会危机，民
主与其他政治选项之间的次序排列等。

学者们认为，对经历了 20 世纪第三波
民主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并
没有给它们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反
而是民主失效，或发生逆转，使政府权威
与 基 本 公 共 能 力 下 降 ， 甚 至 导 致 国 家 解
体。近几年，这一幕又在第四波民主化国
家中惨烈上演。对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 反 思 民 主 、 民 主 化 与 国 家 、 政 府 的 关
系。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在现代社会

要平稳有序达成有效的民主，民主进程必
须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制度框架中进行，而
不能脱离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但表现为
能够维持秩序，更表现为政府能够有效完
成如下基本公共职能：确定民主制度运行
的政治社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
并维持一个基于准则的政体，激活市民社
会，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这一以国家基
本制度能力与有效性为前提的观点，是对
强调最小国家、轻视或掩蔽国家权力对社
会权利的保护作用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
重大突破，对后发民主化国家来说更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

不过，学者们对国家能力与有效性的

多 向 度 性 与 价 值 指 向 性 ， 仅 仅 是 点 到 为
止。没有进一步说明，在民主进程中如何
保证国家有强大的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
平正义的能力，同时限制权力滥用。对于
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所引发的国家与社会的
双重崩溃与失序，有学者认为是民主本身
的无效性所致。但是，应该注意到，导致
这些国家失序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单纯
由民主造成。毕竟，民主本身不可能承担
解决所有问题的重任，至于社会公正、经
济发展、社会秩序等等，需要建构其他政
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共同解决。

不同理论路径的学者，特别是处于民
主理论争议两端的学者基本上还处于争论

不休的状态，对民主的诸多议题没有达成
基本共识。因此，接下来需要厘清的是民
主理论讨论前提，即民主既非万能，也非
完全无用，既不能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部归因于民主本身，
进而否定民主的基本价值，又要从实践经
验出发，审慎地设计与探索一种符合国情
的民主机制。否则，在没有基本共识的情
况下，作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或坏东西的判
断，都只是一种终极的价值判断，这样的
判断无论是对理论研究的精进，还是对实
际 民 主 的 推 进 ， 都 不 会 有 多 大 助 力 。

（2014 年 6 月 27 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
月军）

法治与改革，是当前的时代潮流。如
何从法理上把握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一方面，要看到当前的法治，是改革
中的法治。改革背景下的法治是动态、变
迁的法治。在中国历史上，改革还有一个
名称，就是变法。商鞅变法、戊戌变法，
都是变法，同时也是极其深刻的改革。变
法就是法的改变，就是规则的改变。改革
不 仅 会 改 变 法 或 规 则 ， 还 会 改 变 国 家 治
理、社会治理的方式、手段，因而还是治
的改变。由此可以发现，改革中的法治，
无论是法还是治，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这就是改革时代法治的命运。

改革背景下的法治，会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改革的冲击。因为法治的核心意义就
是规则的治理，就是秩序，就是稳定性、
可预期性。但是，因为改革，规则发生了
改变，整个社会的可预期性难免会降低。
法 律 本 身 的 稳 定 性 、 权 威 性 也 会 受 到 损
害 。 因 此 ， 在 看 到 改 革 可 能 取 得 巨 大 收
益、巨大红利的同时，也要看到改革的成

本，改革对法治的冲击就是改革过程中需
要支付的成本。这个成本是由整个政治共
同体来承担的。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当前的改革，应
当是法治下的改革。如果改革总是体现为
对法律规则的突破与再突破，恐怕就会导
致某些严重的后果。譬如，朝令夕改的法
律规则，会削弱社会公众对于法律规则的
信心，不断出台的新规、新法，很可能仅
仅 在 文 本 上 空 转 。 戊 戌 变 法 期 间 的 光 绪
帝、康有为，就制作了很多漂亮的规范性
文本，但这些文本对政治与社会的干预能
力、调整能力极其微弱。这种状况，不仅
是对法治的伤害，同时也是对改革本身的
伤害。

为了避免改革与法治的相互削弱，在
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当注意法治对改革
的规范，更明确地说，改革之前更该加上
一个修饰词，那就是法治下的改革。法治
下的改革怎么改？既要尊重规则，又要推
进 改 革 、 改 变 规 则 ， 两 者 的 关 系 如 何 协

调？我的回答是：改革主要是对实体权力
关系、实体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主
要是对实体性法律的改革。譬如，修改相
关的组织法或物权法，重新确定权力的归
属或利益的归属。这样的改革，主要体现
为对实体性法律的改革，但这样的改革应
当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如果改革是
在程序性法律或某些实体性上位法的规范
下展开的，这样的改革就可以称为法治下
的改革。

法治下的改革有助于促进法治。改革
虽然可能从一个侧面伤害法治，但法治下
的改革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促成法治。法治
下 的 改 革 对 于 法 治 的 正 面 效 应 在 于 ： 第
一，依据法定的程序，可以通过改革，完
善现行的实体性法律与程序性法律，或废
除某些不恰当的法律规范 （譬如 《劳动教
养条例》），通过改善法律规则而提升法治
的 品 质 。 第 二 ， 在 改 革 过 程 中 对 政 治 关
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调整，可以优
化法治的环境。法治建设，既依赖于法律

规则、法律文本的改善，但是，对于法治
更坚实的支撑，其实是政治文明程度、经
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法治需要高
品质的政治、经济来支撑；或者说，法治
水平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晴
雨表。

反过来看，改革中的法治也有助于促成
改革。对于改革来说，法治的功能与作用主
要体现在：第一，法治为改革的有序展开提
供了程序性的规范。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
都要讲规则。法治可以为改革提供基础性的
规则。法治就像河流的两岸，约束着河水向
前流淌。没有法治提供的程序性规范，改革
可能进退失据，就像河水可能泛滥成灾。第
二，法治为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对于
改革来说，法治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及正当性
依据，显然是改革有效推进的重要资源。没
有合法性的改革，很难取得实效。第三，法
治可以把改革的成果巩固下来。把改革的成
果写在法典上，是巩固改革成果的最好方
式。（2014 年 6月 30日 《北京日报》 喻中）

改革中的法治与法治下的改革

士的消失与士大夫的出现

7月 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 77周年，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卢沟桥
畔，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普通
年份高规格纪念抗战爆发，态度异常鲜明。
对内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则昭示中国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这也是针对日本对
华挑衅的有力回应。

正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人所
言，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纪
念，国家最高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是一个
国际惯例。习近平参加抗战爆发 77周年纪念
活动，完全符合国际惯例。据报道，日本舆
论对这次中国纪念活动颇感意外与惊诧。

很多国家都有与二战有关的纪念活动，
包括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法国诺曼底登
陆纪念日、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等，年年
有仪式。逢“十”更要大操大办，使之成为
具有广泛国际政治影响的外交大舞台。国际
上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学习。

中国在抗战纪念方面向来克制而低调，
原因是我们秉持中日友好理念，强调“面向
未来”。这种做法有其历史的逻辑，但现在看
来，也留下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国家关
系，不能不遵循历史与国际关系的理性。比
如法德和解了，但和解不是假装没有历史恩
怨，和解的前提是对法西斯给予无情批判，
按照国际法处理好二战遗留问题，并通过欧
洲一体化将不同国家利益整合起来。中国向
来以“以德报怨”自期，但国际政治问题并
非靠感化可以解决的，回到历史遗留问题上
来，旗帜鲜明地纪念抗战，这是我们要表达
和传递的态度，也是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诉诸温情脉脉行不通，那我们就应当对
外交政策作出调整，与国际接轨，向历史与
国际关系的理性回归。所谓理性，就是按国
际规则想问题、办事情。在理性基础上，国
家间的关系是可以预期的，相互之间也会少
许多误判，所谓国际新秩序才有可能被建构
起来。

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高规格纪念抗战
爆发、抗战胜利、日军大屠杀，不仅合情合
理，而且就应该大张旗鼓。历史既发生，真
相无可回避。我们举办纪念活动，目的不是
强化仇恨，我们的目的是“珍视和平、警示
未来”。日本必须反思侵略历史，并反省其国
家责任，中国举办纪念活动，有助于日本的
反省。

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和日本向来标榜
“价值观外交”，喜欢向国际社会大谈自由、
民主、人道。其实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理
念，比如和平、发展、睦邻友好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等，在国际社会也不乏听众。我们不
妨从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活动中择其一二，广
邀国际社会参与，精心构造中国的“价值外
交”平台。

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
国是抗战的主力，打造一个有世界影响的抗
战纪念舞台，中国理应当仁不让。俄罗斯卫
国战争胜利日、法国诺曼底登陆纪念日都是
国际政治舞台，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国际政
治舞台。随着中国加速步入国际政治舞台中
央，相信会有很多国家愿意参与。这样一个
舞台，对日本右倾将形成越来越大的国际政
治压力。对于东亚和平，它将是一个强劲新
引擎。（2014年 7月 8日 《长江日报》 杨于泽）


